
【摘要】 随着媒介化政治的普遍性显现，媒介或媒体愈发成为政治支持

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之一。为探究影响青年政治支持的媒介化因素

及其机制，本文采用配额分层抽样调查与逐步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实证分

析了媒介使用、政治观念和社会资本三类变量对于青年政治支持的影响及

其相互作用。结果表明，对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而言，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

有着显著的相关性；政治观念既直接影响着青年的政治支持，又在媒介使用

对政治支持的影响机制中发挥调节效应；社会主义倾向能够直接或间接地

通过媒介化手段正向促进政治支持，自由主义倾向则更多地直接降低其政

治支持。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不同代际之间的相关情况也进行了比较分析，

发现年轻一代青年的政治支持易受西方媒体影响而降低，上一代青年则易

受主流媒体、商业媒体的影响；保守主义倾向对上一代青年政治支持的正向

影响要比对年轻一代青年的影响更大；而社会资本转化为政治支持的机制

类型也从纽带式资本主导转向了桥梁式资本主导。因此，要全面加强数字

时代党的青年工作。

【关键词】媒介使用 政治支持 政治观念 社会资本 代际差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

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

断推向前进。”其中，要深刻认识到“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是当前党和国家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随着国际秩序与权力结构不断变化，“东

升西降”已然成为国内学者的普遍观点，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对于中国

发展的政治经济干预和舆论斗争。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在民众层面探究政治支持的来源、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就显得

尤为必要。作为最早见于西方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研究的学术概念，政治支持最早由美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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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提出，可以进一步分为普遍支持（diffuse support）和特定支持

（specific support）［1］。前者指向公民对于国家现行政治体制的一般性支持态度，亦即对政制合

法性的支持，而后者是出于公民对特定政策和政府绩效的利益性支持［2］。尽管在伊斯顿的理论

建构中，信任（trust）被归为基于感情倾向的普遍支持，即是否相信政府是保护公民利益的，属于

政治支持下的子概念之一，但是随着政治心理学研究趋于实证化，政治信任被归入特定的政治

支持范畴，以区别于对政体及其原则的支持［3］，“信任”逐渐等同于态度性的支持，二者之间也基

本可以通用［4］。然而，当研究者们将政治信任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研究时，却面临着理论与

方法论的挑战，多数既有研究基于实证经验的理论化层面，因而缺乏对于政体和社会的基础性

价值层次的深入，而是直接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范式的政治文化理论框架［5］。受此启发，本研

究选用政治支持作为关注的核心概念，并主要探讨普遍的政治支持。在政治语境下，这既呼应

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基础转型［6］，又与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息息相关［7］。

然而，尽管较多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民众的政治支持水平较高［8］，但这一指标在近年来出

现一定程度的波动［9］，政治支持处在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

其一是国际传播格局呈现西方中心主义和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特征。媒介化政治背景下，

媒体愈发成为民众获取政治信息、表达政治意见乃至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手段，然而媒介本身

带来的舆论偏倚［10］、行业集中造成的商业垄断［11］，以及政府日趋显著的行政公关化［12］，无不在

广泛的媒介使用与良好的民主政治之间形成一道道沟壑。在更为宏观的国际层面上，无论是

传统媒体还是社交媒体，媒体本身已然深刻地嵌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之中，西方跨国传媒集团

无不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舆论先行者，为他国公民的政治支持带来潜在的不确定性，由此

引发围绕各国政治制度建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等的种种纷争。因此，在我国进入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当下，有必要结合媒介化政治这一新的语境，对公众的媒介使用与政

治支持开展系统性的实证研究。

其二是多元社会思潮导致政治观念和价值取向多样化。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个体的自我叙

事与理性考量成为社会运作的多元逻辑之一。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以来建立起的革命叙事也

与西方现代化叙事产生碰撞，体现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中国与世界等一系列二元对立

的矛盾建构上。在这一媒介与政治的互构过程中，政治观念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长期来

看，在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之中，媒介作为中介的“象征性现实”，影响着人们认识和理解现

实世界［13］；而短期来看，政治观念又影响着人们的新闻媒介偏好［14］，人们往往选择与自己观点

相一致的内容信息［15］，在算法时代则表现为主动或被动地构筑起信息茧房［16］。既有研究表明，

价值观的不同倾向能显著影响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且传统的权威价值观与自由民主价值观

的效应截然相反［17］。因此，探究不同政治观念取向与政治支持的关联，并就政治观念在媒介使

用与政治支持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同样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其三是网络数字社会带来互联网生存图景和青年代际差异。对于现今的年轻一代青年而

言，他们既是数字化生存的一代，是互联网原住民，又难免受到互联网中相随而至的多种社会

思潮影响。这也就造成，一方面，青年群体成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主力军［18］，甚至产生“像

爱护爱豆一样爱国”的粉丝民族主义现象［19］；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网络

泛娱乐化等趋势，无不削弱着主流政治观念话语在青年中的影响力，为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认

同带来诸多困境［20－21］。那么，作为数字时代原住民的青年是否在媒介使用、政治观念与政治支

持的关联中呈现出新的特征，这也将是本文所关切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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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本文将立足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结合媒介化政治的社会语境，从实证层面探

究公众的媒介使用对政治支持的作用影响，以及政治观念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并分析青年

在这一机制中表现出的新特征，为数字时代的青年研究与国家治理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媒介与政治支持的形成机制

在伊斯顿政治支持理论的基础上，后续研究者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政治支持的客体上，

而非普遍支持与特定支持的概念区分，因为对于政治系统的态度“通常包括情感和评价两

个维度”［22］，从经验上讲，很难将其应用于普遍或特定的二分法。皮帕·诺里斯（Pippa Nor-

ris）和罗素·道尔顿（Russell Dalton）等学者将政治支持的客体按其抽象程度分为了五个层

次，在各个层次当中，政治支持被划分为两种态度取向，分别是感情倾向（affective orienta-

tion）和工具评价（instrumental evaluation）［23］。在这一划分中，普遍或特定的两类政治支持

只有相对的倾向而不具备绝对的界限。这也为探讨政治支持的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参照点。在政治态度研究中，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构成了两条主要的分析路径［24］。制

度主义路径从理性选择的视角出发，强调政治绩效及其制度特性对于公众政治支持的内

生性效应［25］，这也得到了来自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和中国等的多项实

证研究支持［26－27］。相较之下，文化主义路径则重视个人经历、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资本等

因素对于公众政治支持的外生性效应［28］。部分研究试图超越这两条传统的解释路径，包

括但不限于将一般信任作为两条路径间的相互作用变量［29］，或是将中国的社会结构补充

性地纳入公众政治支持的来源［30］，等等。

随着媒介化政治的普遍性显现，媒介或媒体愈发成为政治支持研究中所不可忽视的影响

因素之一。早期的媒介与政治支持相关研究聚焦于报纸、电视等具体的媒介形态对于政治信

任、政治认同和支持等态度的积极或消极影响［31－32］。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较多研究表

明，互联网为中国民众拓宽了政治信息渠道［33］，呈现出多元的解释观点［34］，从经济绩效与文

化价值观两方面降低了国内民众的政治信任［35－36］，并带来更低的政治支持水平［37－38］。然

而，随着互联网日益复杂的舆论生态环境的发展，中国主流媒体积极地寻求着在互联网转型

过程中实现媒介深度融合［39］，或许应当采用一种更为细致的分类法。一般认为，对主流媒体

的接触和使用往往带来更正面的政治态度，而市场化媒体和海外媒体则倾向于降低民众的政

治支持［40］。然而，也有部分实证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认为主流媒体的使用并不会对政治

态度带来显著影响［41］，非官方媒介的使用也不见得会降低民众的政治支持［42］，而是呈现出“U”

型变化，即非官方媒介接触达到一定峰值后政治支持不降反升［43］，抑或是对民众的普遍政治支

持带来一定的正向作用［44］。还有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在选择性接触相对正面的外国媒体报道

后，反而会纠正他们固有的西方美化形象，从而提高对国内的政治评价［45］。

整体而言，尽管前述文献将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的关联性做了相当丰富的实证研究，但

对于二者关联的稳健性缺乏基于中间变量的考察，以至于其间结论的矛盾之处未能得到好的

解答。本文将通过引入政治观念这一解释变量，尝试对既有结论作出检验。基于上述研究，

本文将中国民众的媒介使用划分为主流媒体、商业媒体和西方媒体，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1：中国青年民众的主流媒体使用与其政治支持呈正相关性。

假设1.2：中国青年民众的商业媒体使用与其政治支持呈正相关性。

假设1.3：中国青年民众的西方媒体使用与其政治支持呈负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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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观念的两种影响路径

在经历数百年的理论发展之后，政治观念或意识形态成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概

念，不同学者对它的定义和阐释也十分多元［46］。站在现实的角度上，或许既可以将其理解为

代表特定社会集团的一整套思想信仰或信念体系，也可以视作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阐释和规

范性观念，抑或是一类使自身合法化的政治手段［47］。天然地，政治观念立场就与政治行为紧

密联系，诸如保守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影响着个体对

于特定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因而在政治行为上倾向于选择与自身相符的社会政策，并支持特

定的政制或政体。回顾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构成了深刻影响中国

的三种价值取向［48］，其中，保守主义是指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尊重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有别

于现代政党政治里的概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49］。据此，本文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1：中国青年民众的社会主义倾向与其政治支持呈正相关性。

假设2.2：中国青年民众的自由主义倾向与其政治支持呈负相关性。

假设2.3：中国青年民众的保守主义倾向与其政治支持呈正相关性。

如前所述，政治观念与媒介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在个体的政治社

会化和再社会化过程中，媒介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拟态环境”或“象征性现实”，形塑着人们的政

治认知与政治观念［50］。另一方面，在对新闻媒介的选择性偏好中，意识形态又发挥着先验而潜在

的作用［51］。针对中国网民的一项调查（N=1200）显示，较为亲近西方的中国公民更倾向于阅读有

关外国的正面内容或有关中国的负面内容［52］。与此同时，日趋复杂多元的媒介环境降低了用户

的媒介使用与个人偏好之间的关联性［53］，使得人们不论其偏好如何，都能够接触到更为多样化的

观点与内容［54］。那么，作为个体属性的政治观念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媒介使用与政治

支持的影响机制，这是以往研究中未能解答的疑问。因此，本文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3：中国青年民众的政治观念倾向在媒介使用对政治支持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

（三）社会资本与代际差异

从文化主义的视野出发，社会资本无疑是公众个体政治支持的来源之一［55］。从定义上看，

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动来提高社

会的效率”［56］。这一假定认为，个人的生活状况和经历，特别是人们在社会网络中的嵌入和参

与，在人与人之间创造了普遍的信任和互惠，进而溢出到政治支持。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分为

“桥梁式资本”和“纽带式资本”，分别对应于弱关系和强关系，前者互动频率低但有利于联合异

质性的外部资源并且传递信息，后者互动频率高且能提供重要的社会和心理支持，但容易使自

身变得狭隘［57］。互联网时代，民众可以通过微博、知乎、豆瓣等社交平台参与社群讨论、获取政

治信息、发表公共意见、消费和生产政治知识等，这为公众将线上团体内部的信任机制转化为

对整个政制的普遍政治支持提供了较好的前提条件。然而，既有研究未就社会资本的两种形

式与政治支持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对于桥梁式资本和纽带式资本在影响公众政治支持上的关

联和区别仍有待考察。有研究表明，线上桥梁式资本往往与多样化的内容寻求相关联［58］，而纽

带式资本则侧重于提供重要的社会支持。基于桥梁式资本的信息传递作用与纽带式资本的社

会支持作用，本文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4.1：中国青年民众的线上桥梁式社会资本越高，其政治支持越高。

假设4.2：中国青年民众的线上纽带式社会资本越高，其政治支持越高。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 Inglehart）等学者的后物质主义强调经济社会现代化带来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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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代际转型［59］，从而影响公民的政治支持态度［60］。中国于1994年正式接入国际互联

网，此后互联网不断深刻地变革着整个社会的媒介环境，这一过程恰与年轻一代青年的社

会化过程相重叠。由此，本文依据青年群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媒介环境以及调查执行时

间对应的年龄，将青年群体划分为上一代青年（1976－1989 年出生）和年轻一代青年

（1990－2002年出生）。与上一代青年群体相比，年轻一代青年伴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而成长，其政治社会化过程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形影不离，也难免受互联网中相随而至的

多元政治观念影响。据此，本文认为年轻一代青年群体的政治支持受到媒介使用和政治

观念的影响更大，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5.1：媒介使用对于中国年轻一代青年政治支持的影响比上一代青年要更显著。

假设5.2：政治观念对于中国年轻一代青年政治支持的影响比上一代青年要更显著。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抽样

本文选取中国1976年至2002年出生的青年作为研究对象，数据委托凯度调查公司（Kan-

tar Profile）依据性别、年龄、家庭所在地等配额在凯度线上样本库进行分层并划定抽样比例，

随后从每层中抽取独立随机样本填写线上调查问卷，覆盖了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中国31个

省级行政区划单位。调查实施时间为2020年12月4日至2021年1月7日，经过问卷筛选及数

据清洗，共回收有效样本901份。

本研究经由配额控制了一系列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年龄（出生年份）、性别（1=女性，0=男

性，M=0.50）、家庭所在地（1=地级市及以上，0=县级及以下，M=0.74）、职业类型、家庭年收入以

及教育水平，如表1所示。其中，职业类型为“无业”的样本变量赋值为1，并将后续分组依次编

码成为取值范围为1－3的定序变量；家庭年收入为“3万元以下”的样本变量赋值为1，并将后续

分组依次编码成为取值范围为1－7的定序变量；由于样本中不存在教育水平为小学毕业及以

下的案例，故将教育水平为“初中毕业”的样本变量赋值为1，后续分组则依次编码成为取值范

围为1－5的定序变量。

表1 样本的基本情况表（n=901）

变量

年龄

家庭所在地

职业类型

家庭年收入

类型划分

1990－2002年出生

1976－1989年出生

地级市及以上
县级及以下

无业

普通类职业

管理类职业

3万元以下

3万元≤家庭年收入＜8万元

8万元≤家庭年收入＜12万元

12万元≤家庭年收入＜20万元

20万元≤家庭年收入＜40万元

人数

493

408

665
236

91

475

335

36

67

146

323

227

有效百分比（%）

54.72

45.28

73.81
26.19

10.10

52.72

37.18

4.00

7.44

16.20

35.85

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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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家庭年收入

教育水平

类型划分

40万元≤家庭年收入＜60万元

60万元及以上

初中毕业

高中毕业（中专、技校）

大专毕业

本科毕业

研究生及以上毕业

人数

63

39

5

43

124

643

86

有效百分比（%）

6.99

4.33

0.55

4.77

13.76

71.37

9.54

（二）变量测量

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被解释变量）：本文主要参考了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开展

的“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CSGS2015）问卷以及郑振清等［61］关于政治支持的研究，结合新

冠疫情背景作出适当改动，共设计了6个题项以测量公众的普遍政治支持水平（M=4.22，SD=

0.61，Cronbach’s α=0.844）。该问题的题干为“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国政

府均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予以应对。关于以下叙述，你的看法如何”，具体答案参照五点李

克特量表进行设计，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排列。6个题项包括“此次抗击新

冠疫情充分展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相比于其他国家抗击疫情的表现，我对中国的表现

感到自豪”“相比于其他国家，我更倾向于在中国的制度下生活”“中国为国际抗疫合作作

出了重要贡献”“即使存在疫情影响，中国也能在今年实现经济正增长”和“我愿意为疫情

防控牺牲个人的部分自由和隐私”。

媒介使用（media use，解释变量）：借鉴“2017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问卷以及王菁［62］关

于媒介使用的测量方式并加以修改，本文将该问题表述为“当查找关于时政新闻、时政事件

等信息时，你访问这些媒体的频率是”，答案按照“1=几乎没有，2=较少，3=偶尔，4=经常，5=

非常频繁”进行分类。在进行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形成了三类媒介使用变量：（1）主流

媒体（M=3.60，SD=0.82），单一题项为“《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主流媒体”；（2）商业媒体

（M=3.41，SD=0.72，Cronbach’s α=0.739），包括“《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地方媒体”“《人物》、

财新等商业媒体”“新浪网、搜狐网等门户网站”和“今日头条、网易新闻等新闻类APP”4个

题项；（3）西方媒体（M=2.73，SD=1.03，Cronbach’s α=0.886），包括“西方媒体如《纽约时报》、

《卫报》、BBC等的政治新闻”“西方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等”和“西方网络媒体如Po-

litico、Breitbart等”3个题项。

政治观念（political idea，解释变量）：关于政治观念的测量目前已发展出许多量表，主要

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通过个人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展开评估，进而确

定其在政治观念谱系中所处地位［63］。本文综合参考了“中国政治坐标系”问卷、“2017年网

民社会意识调查”问卷和吴［64］关于中国网民信念体系的研究，经过因子分析，区分出社会主

义（M=3.91，SD=0.52，Cronbach’s α=0.638）、自由主义（M=2.93，SD=0.79，Cronbach’s α=

0.682）和保守主义（M=3.87，SD=0.56，Cronbach’s α=0.635）三种政治观念倾向，分别由4－5

个题项组成。需要指出的是，既有量表多采用“同意”或“反对”的选项促使受访者在其中做

出选择，从而判定其政治观念立场，但本文的测量意不在此，而是希望以此代表其个人的政

治观念倾向，并未将其中维度作为相互对立的而理解，故本文采用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

全同意”的回答设计。具体题项如下页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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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三种政治观念倾向的测量题项

政治观念倾向

社会主义

（Cronbach’s α=0.638）

自由主义

（Cronbach’s α=0.682）

保守主义

（Cronbach’s α=0.635）

量表题项

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其他重要国计民生的领域，必须由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

中央政府应当在财政领域享有充分的分配权力，这样可以帮助落后地区发展。

政府应当尽可能地提高最低收入，提供低价医疗和教育。

国家应当采取措施培养和支持体育健儿在各种国际比赛中为国争光。

如果猪肉价格过高，政府应当干预。

土地产权应该归个人所有，而不是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该越少越好。

浪费粮食是个人的自由。

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垄断地位是无害的。

尊崇我们的儒家传统文化和习俗很重要。
生活中并非只有“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与人为善”这样的道德原则才应该是我们
的生活准则。

中国历史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其价值所在，即使不符合西方政治学理论。

应当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作为儿童基础教育读物。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解释变量）：对于线上社会资本，本文设计了具体的社会场景以便

于被访者予以评估，参考借鉴了威廉斯（Williams）［65］和埃利森（Ellison）等［66］关于桥梁式社会资

本和纽带式社会资本的量表，经过因子分析形成：（1）线上桥梁式社会资本（M=3.99，SD=0.55，

Cronbach’s α= 0.861），包括“与人交往令我对周身以外的事情产生了兴趣”等8个题项；（2）线

上纽带式社会资本（M=3.76，SD=0.67，Cronbach’s α= 0.692），包括“一些朋友能为我带来求职的

资源”等3个题项。答案选项按照“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进行排列。所有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901）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媒介使用）

解释变量

（政治观念）

解释变量

（社会资本）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政治支持

主流媒体

商业媒体

西方媒体

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桥梁型资本
纽带型资本

年龄

性别

家庭所在地

职业类型

家庭年收入

教育水平

均值

4.22

3.60

3.41

2.73

3.91

2.93

3.87

3.99
3.76

30.30

0.50

0.74

2.27

4.09

3.85

标准差

0.61

0.82

0.72

1.03

0.52

0.79

0.56

0.55
0.67

6.92

0.50

0.44

0.63

1.32

0.67

最小值

1

1

1

1

1.6

1

1.25

1
1

18

0

0

1

1

1

最大值

5

5

5

5

5

4.75

5

5
5

44

1

1

3

7

5

题项数

6

1

4

3

5

4

4

8
3

1

1

1

1

1

1

Cronbach’s α

0.844

/

0.739

0.886

0.638

0.682

0.635

0.861
0.69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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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逐步回归的方式代入媒介使用、政治观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的变量以检验前

述假设。为了避免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方差膨胀系数（VIF）的方式进

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3，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状况。政治支持的逐步多

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1仅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模型2到模型4则依次增

加了媒介使用变量、政治观念变量和社会资本变量。

表4 政治支持的逐步多元线性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控制变量

性别

年龄

家庭所在地

职业类型

家庭年收入

教育水平

媒介使用

主流媒体

商业媒体

西方媒体

政治观念

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社会资本

桥梁型资本

纽带型资本

N

R－squared

注：△p< 0.10，*p<0 .05，**p<0 .01，***p<0.001；上述回归模型均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表中系数为标准化
回归系数。

因变量：政治支持

模型1

0.114***

0.052

－0.037

0.003

－0.015

0.066△

901

0.021

模型2

0.067*

－0.026

－0.032

－0.001

－0.005

0.020

0.316***

0.091*

－0.245***

901

0.154

模型3

0.022

－0.028

－0.017

－0.001

－0.050

0.012

0.130***

－0.007

－0.066*

0.306***

－0.195***

0.294***

901

0.431

模型4

－0.001

－0.029

－0.012

－0.002

－0.065*

0.007

0.120**

－0.056

－0.060△

0.250***

－0.210***

0.252***

0.134**

0.082*

901

0.453

模型2加入了媒介使用的三个子变量后，性别和教育水平对政治支持的影响显著性明显降

低。回归结果显示，主流媒体、商业媒体的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而西方

媒体的媒介使用则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但从标准化系数上看，主流媒体对政治支持的正向

效应（β=0.316）要大于西方媒体的负向效应（β= －0.245），二者均远高于商业媒体带来的正向

效应（β=0.091）。结合模型3、4的结果发现，商业媒体的正向效应在后续模型中消失，甚至呈

负相关性（但统计不显著）。因此，假设1.1、1.3得到了较好的检验，假设1.2不成立，即主流媒体

的使用对于青年民众政治支持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而西方媒体的使用则倾向于降低青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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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政治支持，商业媒体的使用对政治支持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3检验了政治观念变量对于青年民众政治支持的影响。在加入政治观念变量后，媒介

使用中的商业媒体、西方媒体变量均出现了显著性上的降低，这表明，政治观念取代了部分的

媒介使用因素，成为影响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主义倾向、保守主义倾向

与政治支持呈显著正相关，而自由主义倾向则与政治支持呈显著负相关。比较三者间的标准

化系数，自由主义倾向对政治支持的负向效应（β= －0.195）要明显低于社会主义倾向（β=

0.306）和保守主义倾向（β=0.294）。因此，假设2.1、2.2和2.3均得到了支持，即社会主义和保守

主义更容易激发中国青年民众的政治支持，而自由主义更可能抑制政治支持。

模型4考察了两种线上社会资本对于政治支持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桥梁式社会资本和

纽带式社会资本均与政治支持呈显著的正相关性，从而支持了假设4.1和4.2。从标准化系数来

看，桥梁式资本的正向作用（β=0.134）要高于纽带式资本（β=0.082），表明弱关系带来的知识扩

散更有可能提高青年民众的政治支持水平。此外，加入社会资本变量后，作为控制变量的家庭年

收入在模型中变得显著了：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受访者，其在政治支持上却表现出越低的水平。

从总体上看，从模型1至模型4，R方系数从0.021提升至0.453，表明模型具有较强的现实解

释力。在各项逐步回归中，R方变化量的F检验结果均为显著，表明新加入的解释变量对于政

治支持这一被解释变量有着足够强的边际效应，是应该被纳入模型考量之中的。这也表明，本

文采用媒介使用、政治观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作为政治支持的自变量是具有解释力和说服

力的。至此，假设1、假设2和假设4均已得到基本验证，但假设3和假设5的检验仍然需要进一

步考察政治观念与媒介使用之间的交互效应，并依据不同年龄段对现有青年样本进行区分，从

而完成异质性分析。

（二）政治观念的调节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在前文基准回归分析得到模型M1的基础上，本文继续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三类政治观念与媒介使用的交互项纳入考量，得到模型M2，以检验政治观念对媒介使用和政治

支持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综合考虑样本数量的代表性及其年龄层次后，本文将样本划分为

1990－2002年出生的年轻一代青年（n=493）和1976－1989年出生的上一代青年（n=408），分别

对应模型Y1与模型Y2。正如文献综述部分所述，尽管政治观念与媒介使用存在着相互作用关

系，但就短期的截面数据而言，媒介的涵化作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本文将政治观念作

为既定属性，进而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代表着政治观念发挥的调节作用，而非媒介使用。为避免

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将媒介使用与政治观念两个维度的变量中心化后，再行构建交互项并

加入模型，最终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政治支持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控制变量

性别

年龄

家庭所在地

职业类型

家庭年收入

教育水平

不含交互项

模型M1

－0.001

－0.029

－0.012

－0.002

－0.065*

0.007

含交互项

模型M2

－0.005

－0.023

－0.011

－0.004

－0.057△

0.006

1990－2002年出生

模型Y1

0.004

－0.029

－0.048

0.032

－0.083*

－0.001

1976－1989年出生

模型Y2

－0.020

0.012

0.075△

－0.075△

0.006

0.019

·· 58



（续表）

变量

媒介使用

主流媒体

商业媒体

西方媒体

政治观念

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社会资本

桥梁型资本

纽带型资本

交互效应

社会主义*主流媒体

社会主义*商业媒体

社会主义*西方媒体

自由主义*主流媒体

自由主义*商业媒体

自由主义*西方媒体

保守主义*主流媒体

保守主义*商业媒体

保守主义*西方媒体

N

R－squared

注：△p< 0.10，*p< 0.05，**p<0 .01，***p<0 .001；上述回归模型均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表中系数为标准
化回归系数。

不含交互项

模型M1

0.120**

－0.056

－0.060△

0.250***

－0.210***

0.252***

0.134**

0.082*

901

0.453

含交互项

模型M2

0.114**

－0.040

－0.083*

0.237***

－0.219***

0.249***

0.118*

0.095**

－0.059

－0.090*

0.079*

－0.014

0.041

－0.025

－0.026

0.069

0.024

901

0.473

1990－2002年出生

模型Y1

0.028

0.028

－0.095*

0.261***

－0.222***

0.171***

0.211***

0.044

－0.079

－0.124*

0.143*

－0.000

0.070

－0.015

－0.068

0.138△

－0.075

493

0.501

1976－1989年出生

模型Y2

0.205***

－0.114*

－0.064

0.236***

－0.206***

0.320***

－0.026

0.196***

－0.098

－0.052

0.014

－0.017

－0.026

－0.025

0.028

0.018

0.113*

408

0.488

比较模型M1与模型M2，在加入政治观念与媒介使用的交互项后，模型的R方由0.453提升

至0.473，表明模型整体解释力有所提高。在将样本区分为两个年龄段后，模型Y1和模型Y2的

R方均维持在0.48－0.51之间的较高水平，表明分段后的两个模型仍具备较好的现实解释力。

通过比较回归结果，得到如下发现。

1. 媒介使用方面。模型M2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加入政治观念的调节效应后，主流媒体、西

方媒体使用仍然与政治支持保持了显著的直接效应（β1=0.114，β2= －0.083），这再次验证了前

述结论的稳健性，即主流媒体使用有利于提升民众政治支持，西方媒体反之。商业媒体使用与

政治支持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Y1与Y2在媒介使用变量上的数据结果表明，西方媒体使

用与年轻一代青年群体的政治支持呈显著的负相关性（β= －0.095），而主流媒体、商业媒体使

用则与上一代青年的政治支持分别呈显著的正相关、负相关（β1=0.205，β2= －0.114）。因此，

假设5.1得到了部分证实与证伪：对于年轻一代青年而言，西方媒体使用对于政治支持的负向影

响要比上一代青年更为显著，而主流媒体、商业媒体的影响则更不显著。

2. 政治观念方面。模型M2表明，社会主义倾向、保守主义倾向均与政治支持呈显著的正相

关性（β1=0.237，β2=0.249），而自由主义倾向则与政治支持呈显著的负相关性（β= －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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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Y1与Y2也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即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更容易激发青年民众的

政治支持，自由主义反之。比较模型Y1与Y2发现，在年轻一代青年中社会主义倾向对于政治

支持的正向效应（β=0.261）要明显高于保守主义（β=0.171），而在上一代青年中，保守主义的

正向效应（β=0.320）明显比社会主义（β=0.236）更高。这一数据结果表明，保守主义倾向对中

国年轻一代青年群体政治支持的影响不如上一代青年显著，由于三类政治观念对两个年龄段

的青年政治支持均有显著影响，假设5.2未能得到证实。

3. 交互效应方面。模型M2的回归结果表明，政治观念中仅有社会主义倾向减弱了西方媒

体使用与政治支持之间的负向关系，商业媒体使用的交互项虽显著，但由于主效应不显著故难

以做出判断。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倾向在西方媒体使用对政治支持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社

会主义倾向越高，西方媒体使用的负向效应越小（β=0.079，p<0.05），从而显著弱化了西方媒体

使用与政治支持降低之间的关系。由此，假设3得到了部分支持。进一步比较模型Y1与Y2，

前述调节效应仅在年轻一代青年中显著，而在上一代青年的政治观念中，保守主义倾向发挥

着类似的调节作用，即保守主义倾向越高，西方媒体使用的负向效应越小（β=0.113，p<

0.05）。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的调节效应分别在年轻一代青年和上一代青年中

表现得明显。

4. 社会资本方面。模型M2表明，不论是桥梁式资本还是纽带式资本，都与政治支持之间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β1=0.118，β2=0.095）。但在区分了样本年龄段后，二者与政治支持之间

的关系出现了差异。对于年轻一代青年而言，桥梁式资本越高，其政治支持水平越高（β =

0.211），纽带式资本未见显著；而对于上一代青年，纽带式资本越高，其政治支持水平越高（β=

0.196），反而是桥梁式资本未见显著。这说明，在线上社会资本转化为普遍性政治支持的过程

中，一是年龄层级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二是不同的社会资本类型所发挥的转化机制不同，而

这种不同恰与年龄层次存在关联。

5. 控制变量方面。模型M1与M2均表明，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受访者，政治支持水平越低；

而在本文所区分的两个年龄段中，这一显著性仅在年轻一代青年样本中有所体现。这也意味

着，家庭年收入对于政治支持的影响可能与年龄分布有关。

四、结论与讨论

政治支持是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重要体现，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人民的支

持。以往研究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公众中有着较高的支持度［67］，而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的

结构性变化，政治支持的来源则由经济发展绩效转向政治制度绩效［68］。在此基础上，媒介化政

治的普遍性日益显现，不论是政治知识的来源、政治意见的表达，还是政治参与的行为，都越来

越离不开媒介以及媒介化手段。因此，对中国民众的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展开系统性研究是

十分必要的，而作为“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的当代中国青

年，又在滚滚前行的时代洪流之下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69］，理应结合新的时代特点，

探究影响青年民众政治支持的媒介化因素及其机制。本文采用配额分层抽样调查与逐步多元

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媒介使用、政治观念和社会资本三类变量对于青年政治

支持的影响和相互作用，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媒介使用与青年政治支持有着显著的关联。本文发现，主流媒体的使用对于青年民

众政治支持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西方媒体的使用倾向于降低青年的政治支持水平，而商业媒

体的使用仅在年纪较长的青年群体中负向影响其政治支持。一方面，作为对中国政制政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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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态度，普遍性政治支持在主流媒体、商业媒体和西方媒体之中可能存在天然差异［70］，例如

商业媒体、西方媒体很少像主流媒体那样，展现出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媒

体自身展露的政治态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传递到公众之中，抑或公众所进行的媒介选择在多大

程度上代表其政治倾向，二者之间的协商互构机制目前仍不为学者们所探明。

因此，本文所得结论仅仅意味着媒介使用行为本身与其政治支持之间的关系，难以简单推

论至媒体政治倾向或个人政治观念，但它无疑为后二者暗示了其中可能的关联性。为此，政治

观念同样成为本文的解释变量之一，而在控制了政治观念及其调节效应后，媒介使用影响青年

政治支持的结论仍然成立。

第二，政治观念既直接影响着青年的政治支持，又在媒介使用对政治支持的影响机制中发

挥调节效应。回归模型结果发现，社会主义倾向、保守主义倾向更容易激发中国青年民众的政

治支持，而自由主义倾向更可能抑制政治支持；西方媒体使用对政治支持的负向效应会被社会

主义倾向减弱。这表明社会主义倾向对政治支持的影响存在两种途径：既有直接效应，又通过

调节减弱西方媒体的负向效应以提高政治支持。另外，社会主义倾向的调节效应主要在年轻

一代青年当中发生，而对于年纪较长的上一代青年，保守主义倾向所发挥的直接效应与调节效

应均更显著。这也暗示了两代青年之间政治支持的内在动因的不同。相较之下，自由主义倾

向主要通过直接效应降低青年民众的政治支持，与西方媒体使用对政治支持的负向效应相互

独立，缺乏经由媒介手段的影响途径。

第三，与上一代青年相比，作为数字时代原住民的年轻一代青年的政治支持机制存在明显

差异。一是媒介使用方面，年轻一代青年的政治支持主要容易受西方媒体影响而降低，而上一

代青年的政治支持则更多地因为主流媒体的使用而提升、因商业媒体的使用而下降。这反映

出媒介与意识形态的时代性问题，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色彩所影响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一代的

青年群体并且主流媒体对后者政治支持的建设作用影响甚微。

二是政治观念方面，尽管三类政治观念的影响效应都呈显著，但区别在于，年轻一代青年

的政治支持受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观念影响更大，而上一代青年的政治支持则受社会文化意

义上的保守主义影响更大。同时，政治观念的调节作用也在两代青年中存在差异，年轻一代青

年中主要由社会主义倾向减弱西方媒体对于政治支持的负向作用，而上一代青年中则主要由

保守主义倾向进行调节削弱。这既与两代青年的成长历程与政治社会化密不可分，又表明年

轻一代青年的政治支持受到保守主义倾向影响要更弱一些，年轻一代青年的传统文化认同转

化为中国政制政体支持的比例有所下降，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三是社会资本方面，年轻一代青年倾向于将象征弱关系的桥梁式资本转化为政治支持，而

上一代青年则倾向于将象征强关系的纽带式资本转化为政治支持。这一区别映照着一整代人

的社会观念变化。具体来说，上一代青年的政治社会化主要完成于互联网发展前的十年，作为

集体的社区或社群在其政治观念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互动频率高、带来情感支持的

纽带式资本方能为其带来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一般性支持。相较之下，年轻一代青年的政治社

会化主要完成于互联网发展的十余年间，人们之间广泛而普遍的相互联系使其得以接触并形

成相对多元的社会认知和政治知识。在这一过程中，互动频率低、带来广泛知识的桥梁式资本

越高，其对社会的了解与信任越深，政治支持水平也就越高。

总的来说，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民众的政治支持水平主要受政治观念的直接影响，但对

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群体而言，媒介使用已然成为影响其政治支持的重要因素。社会主

义政治观念在其中起到了主要的调节作用，并通过媒介化手段影响青年的政治支持，自由主义

倾向则更多地直接降低青年的政治支持。从代际的角度分析，年轻一代青年的政治支持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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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影响而降低，上一代青年则易受主流媒体、商业媒体的影响。保守主义倾向对上一代

青年政治支持的正向影响要比对年轻一代青年的影响更大，而社会资本转化为政治支持的机

制类型也从纽带式资本为主导转向了桥梁式资本为主导。

基于前述研究结论，本文对数字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始终坚持党

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就青年的政治支持而言，意识形态意

义上的政治观念无疑是关键的影响因素。因此，要坚持“党管青年原则”［71］，充分重视青年的意

识形态工作，引导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好成长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第二，充分重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介渠道对当

代青年的政治意识塑造，积极主动发挥党的媒体的思想引领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越

来越多的中国青年成为网络空间的信息生产者与消费者，并在媒介技术内嵌到社会生活的深

刻改革过程中充当领头羊和主力军，但与此同时，青年们也更容易受到西方社会思潮影响。对

此，党的媒体要积极主动地占领互联网舆论阵地，以符合青年传播特点的方式方法发挥思想引

领作用。第三，充分认识当代青年发展与成长的新特点、新规律，以创新手段深入凝聚、团结并

引领青年。互联网发展十余年形成的广泛连接构筑起了新一代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背景，“无穷

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成为青年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广阔天地，各平台、媒体要建设良好的网

络生态、形成共同的社会理想，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在春风细雨般的潜移默

化中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化成果。

总之，关注并侧重于媒介化政治这一社会语境固然是本研究的亮点所在，但将本文限制于

文化主义的研究路径之上，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制度感知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而媒介作

为社会认知的主要来源，必然与其存在潜在的关联性，这有待后续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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